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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的贸易治理

翁有为 1，李 志 2

（1.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暨《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 开封 475001；
2.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对晋冀鲁豫边区厉行经济封锁，严禁日用必需品、军需品流入边区，并采取倾销

敌货与掠夺物资的方式，削弱边区经济活力。为应对日方的经济攻势，发展自身经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对内自

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晋冀鲁豫边区通过设置贸易管理机构、改善商业环境、让利于商等措施，畅通全区物资流

通渠道，实现内部自由贸易；对外统制贸易方面，边区通过制定货物出入境法规，调整统制策略，利用商人与伪军等

方式，突破日伪封锁线，实现内外物资的有序交换。贸易治理工作在晋冀鲁豫边区争取对敌经济斗争主动权、工商

业发展，调剂物资、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生产力落后与生存需求的矛盾，有力支撑了边区敌后长

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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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日伪的货物倾销与物资掠夺，晋冀鲁豫边区采取内外有别的贸易治理方

式，对内清除重重阻碍，保证内部自由贸易，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对外坚持统制贸易，以“利我不利

敌”为准绳，与敌开展贸易斗争①。贸易治理工作是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部分，在对敌经济斗争与发

展边区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学界关于根据地贸易方面的研究稍显单薄，或从整体视角

研究对敌经济斗争，或聚焦局部研究商业发展、山货贸易②，但是以贸易治理工作为主线进行考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ZD232）。

［作者简介］ 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史学月刊》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wengyouwei@126. com；

李志，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贸易政策中“内外”如何界定，学界存在讨论。李金铮在《内与外：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商贸往来》（《中

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5期）中提出在中国共产党贸易关系中，内与外具有相对性，以某一边区为“内”，友区与敌

占区是“外”，“自由贸易”的范围仅局限在某一边区内；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为“内”，敌占区是“外”，“对内自

由贸易”可延伸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之间的自由贸易。而界定晋冀鲁豫边区贸易关系中“内”与“外”，

可以从边区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具体执行两方面进行探讨。冀太联办时期贸易政策为“切实统制对外贸易，保护内

地贸易自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改为“对敌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实行自由贸易”。从“对外”到“对敌”的改

变，代表晋冀鲁豫边区与中国共产党其他根据地的贸易关系均为“对内贸易”，这与上述学者的论点相符。但是考

察政策具体执行情况可知，战时复杂环境中晋冀鲁豫边区贸易管理中的“对内”范围，主要指在晋冀鲁豫边区内部

合法的贸易交流。

②毛锡学：《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 4期；魏宏运：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王强：《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山货贸易与统制》，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 年第 1 期；李金铮：《内与外：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商贸往来》，《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2年第5期；王春英：《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对敌贸易斗争》，《历史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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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更能显现贸易建设的重要性。本文从“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出发，利用未刊档案、

史料汇编、报纸、回忆录、日记等多种史料，对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开展贸易治理的原因、贸易政策的

落地实践以及政策执行的效果进行探讨，以期能从历史细节展现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经济建设不断

进取的历史脉络。

一、边区开展贸易治理的历史动因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精心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企图侵占华北进而

侵略全中国①。至 1939年，华北日军在“治安肃正”计划中提出军事行动配合经济工作，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共产党华北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不给中国共产党以安居之地②。凭借对城市工业和交通线的

控制，日伪对晋冀鲁豫边区采取凶猛的经济攻势。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在沦陷区实施物资统制，

严禁必需品、军用品流出，以达到“困死抗日区军民”的目的；同时利用铁路、公路等交通封锁线，切

断晋冀鲁豫边区各区之间物资调剂。白晋铁路被日伪占领后，上党地区粮食不能东运，而平汉沿线

必需品也不能西运，从事贸易往来的太行民众“收入大为减少”，而产粮区民众为获得必需品“更加

依靠了山西的敌人”③。

另一方面，日伪通过倾销敌货、掠夺物资等方式，窒息边区原有工业，汲取大量民财，打击边区

经济。据 1941年统计，太行区、太岳区每年入境的毛巾、香皂、火柴等物价值相加“约一千一百五十

万元”（冀币，下同）④。在掠夺物资方面，日伪设立棉花统制公司、棉花协会、山西杂粮组合、华北小

麦协会等机构，通过高价或武力威逼等手段抢购边区物资，如山西杂粮组合负责粮食垄断收购，

“在潞安、运城、忻县”等地设支部，高价收购“晋南的小麦、晋东南的谷子、忻县的高粱等”⑤。

此外，在战争破坏下华北商业日益凋敝，根据地民众的生活需求难以满足。1938年“太行区全

部土产没有输出，群众生活日艰”⑥。晋中地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可以说完全破产”，和顺县“抗战

以前有18家油坊”，现在只剩一家，“铁匠木匠，今天也绝迹”⑦。

边区经济虽然陷入困境，但是战争消耗却不断增加。1939—1940年，八路军一二九师“从一万

人左右发展到十万人左右”。日伪将作战重心转移到华北后，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军队作战次数有

“一四一〇次”。至 1941年和 1942年，两年“共对敌作战七千九百七十六次”⑧。与日俱增的战争消耗

与边区孱弱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重，战士们戏称“抗战一年，大米白面。抗战二年，小米干

饭。抗战三年，掉屁股露蛋”⑨。此话虽是调侃，却也符合实情。

①马晓雪，马亮宽：《平津学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述论——以傅斯年为中心》，《史学月刊》，2024年第3期。

②「治安工作の概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著：『北支の治安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年版、第152页。

③彭德怀：《抗战五年来太行区贸易斗争的初步总结》（1942 年），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5
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989页。

④《开展工业生产建设》（1941 年 8 月 29 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下册），太原：山

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0页。

⑤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5页。

⑥彭德怀：《抗战五年来太行区贸易斗争的初步总结》（1942 年），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5
卷），第968页。

⑦赖若愚：《一年来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1940 年 10 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赖若愚纪念文集》

（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⑧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版，第47、76页。

⑨阮章竞：《阮章竞文存·笔记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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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伪的经济攻势以及根据地内部不断扩大的物资需求，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加强边区贸

易建设，开展治理工作。1940年3月中共中央批评放任自流和绝对禁止的贸易观，提出“以抗战的利

益为贸易政策的出发点”，“设税卡及贸易局”，“准许商人经营”进出贸易，不能自产的必需品“准许

入口”等等①。同年 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黎城会议，邓小平提出商人“可让其发展”，敌货“有代

用品时才可禁止”；会议还提出华北根据地要“规定正确的贸易政策”②，征收出入口税。同年 7月，太

北区召开财经会议，决定“对外贸易，实行统制政策”，在边境“建立税卡，对出入之货物”征税，“对

内实行保护自由贸易政策”，“不收重复税” ③。上述决议与指示在晋冀鲁豫边区得到贯彻执行。1940
年 8月冀南、太行、太岳联合行政办事处（以下简称“冀太联办”）成立，确定“切实统制对外贸易，保

护内地贸易自由”④的政策。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府”）成立后继续执行“对敌

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实行自由贸易”⑤的政策。由上可知，边区内外贸易政策的提出与实施，有着

深刻的历史动因。

二、“对内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行 
边区实行对内自由贸易政策，有一个客观发展和演变历史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第

一阶段是边区创建时期，时间大致在 1938—1941年，其政策主要特征是各区陆续设立贸易管理部

门，废除旧时贸易陋规，颁布法规保障商人权益等；第二阶段是边府成立后，时间大致从 1941—
1945年，其政策主要特征是统筹全边区内部贸易发展，在规范内部商业环境与货物运输程序的基

础上，寻求突破敌人在各区之间设置的封锁线，实现各区贸易互联与物资有序调剂。在第一阶段，

各区为了促进内部贸易发展，采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设置贸易管理机构。最早设立贸易局的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晋东南抗日根

据地五专署设立统制贸易局。1939年 11月冀南区成立贸易总局，“专署设立分局，各县设县局”⑥。

1940年 2月，太行贸易总局成立，“对内地的贸易政策、组织机构及分工、具体任务等做了规定”⑦。

1940年二三月间，太岳区由公营商店“复兴成代贸易局”⑧。至 1940年 4月，太岳区成立正式的贸易

局。冀鲁豫区在 1940年 5月确定成立贸易管理机构，“由于缺乏干部”⑨，到了 10月专署级贸易机构

才建立起来，县级贸易机构还未能普遍建立。

①《中央关于对敌人经济斗争的指示》（1940 年 3 月 23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
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340页。

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

（1940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1、253页。

③《太北区财经会议 决定财经政策 重订合理负担办法》，《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8月3日第1版。

④《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0月5日第4版。

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 9月 1日），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合编：《晋冀鲁豫

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页。

⑥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编：《冀南革命斗争史大事记（1921—1949）》，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版，第146页。

⑦郭今吾：《晋冀鲁豫边区的公营商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⑧裴丽生：《关于太岳区政权工作报告》（1940 年），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

选编》（上册），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⑨《冀鲁豫边区半年来财经工作的报告与总结》（1940 年 5 月 15 日至 1940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

工作组财经组编：《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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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太联办成立后，贸易机构趋于统一。1940年 8月 28日，冀太联办成立贸易总局，领导冀南、太

行、太岳贸易工作。1941年7月，为集中力量应对经济困境，贸易总局与太行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冀太

联办生产贸易管理总局，在冀南、太行、太岳设“生产贸易管理局，专署设分局，县设局”①。合并后的

生产贸易局克服了工商脱节问题，成为边区“对敌经济斗争的领导机关”，负责边区“贸易斗争与直

接运销机关”②等工作。贸易管理组织网络的系统化组建与发展，为根据地内贸易活动机制的建立

与贸易活动的自由展开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第二，废除贸易旧规，恢复集市。旧时集市交易被牙纪把控，不仅收取佣金，还“坑骗讹诈，买空

卖空，剥削群众”③。边区政权建立后，决定取消牙纪、废除抽佣。1938年8月，冀南区宣布废除苛捐杂

税，相继废除“土布牙税、木牙税、砟炭牙税”④等 18种杂税。1940年 7月，冀鲁豫区“取消了牙行杂

税”⑤。冀太联办成立后，取消牙行，设置交易员，按交易额收取卖家“百分之一”⑥手续费。边区取消

牙行牙税，降低了交易成本；设置交易员，规范了市场秩序，这些措施有利于内部贸易的恢复与

发展。

全面抗战开始后，华北日伪企图“使贸易中心，转移到敌寇控制下的据点”⑦，受此影响传统集

市相继关闭。边区逐渐稳固后开始恢复集市，为内部商贸提供平台。“锦上、安泽等县旧有骡马会、

庙会，均决定一律恢复”。为了帮助集市恢复，贸易部门“运大批货物前往”沁源城关大会⑧，市场贸

易遂得以走向复苏。

第三，保障商人权益，动员商人投资。边区创建时期，为打击物资外流，部分地区实行严格的商

业统制，商贩经营困难。实行对内自由贸易政策后，为保障商人正常经营，1940年11月，冀鲁豫区开

展“商人、商号登记，由统贸局发给营业许可证”⑨。1941年 6月，冀太联办宣布本区人民在法律允许

范围内有经营“商业之自由”，敌占区商人来边区“经营商业者受法律之保护”⑩。7月，冀太联办公布

商人登记办法：商民向“区公所履行登记”领取营业证，店铺“一年登记一次”，摊贩“半年登记一

次”，行商“三个月登记一次”􀃊􀁉􀁓。商人登记办法突破了地域限制与政治偏向，从法律层面肯定商人的

自由经营权，吸引敌占区商人参与边区商业贸易，推动了边区市场发展。

为鼓励有资本的人投资，边区采取多种措施：（1）宣传动员。山西三专署召开晋中六县士绅集

①芮志贤等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②《生产贸易管理局的组织》（1941年7月1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编辑组编：

《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印，1985年，第153页。

③郭月斋：《冀鲁豫边区工商贸易工作的片段回顾》，《冀鲁豫边区工商工作史料选编》编辑委员会编：《冀鲁豫

边区工商工作史料选编》，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1995年，第418页。

④杨秀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对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

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⑤《冀鲁豫边区半年来财经工作的报告与总结》（1940 年 5 月 15 日至 1940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

工作组财经组编：《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册），第55页。

⑥《晋冀豫边区取缔牙行办法》（1941 年 6 月 15 日），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1），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⑦《加强对敌贸易战》，《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5月19日第1版。

⑧《沁源·锦上·安泽各地骡马大会准时恢复》，《太岳日报》，1941年3月21日第1版。

⑨《冀鲁豫边区财委给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报告（节选）》（1940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

员会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9页。

⑩《冀太联办颁发贸易暂行条例》（1941年 6月 10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下册），

第859、860页。

􀃊􀁉􀁓《晋冀豫边区商人登记办法》（1941年 7月 1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编辑组

编：《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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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士绅畅所欲言，“决定会后即首先开始恢复六县商业，以求抗日市场的繁荣”①。（2）低息贷款。

1939年晋冀豫区提出“低利借贷要帮助小商人”②；1940年太行区给私人工商业放贷 23万元③；1941
年冀南银行太岳办事处为“鼓励私人经商”，计划发放商业贷款“60万元”④。（3）惠政引导。1939年晋

冀豫区“取消富户捐”，使富户返回边区“投资”⑤；冀太联办对从敌占区“移住根据地经营商业者并

予以各种便利与优待”。此外，冀太联办允许边区民众“向各级贸易局入股”⑥，参与贸易局的经营事

业，按照比例分红，既吸纳了社会游资，还促使民众参与了边区经济建设。这些政策针对性极强，极

富创造而又切合实际，措置有力，对推动市场贸易的自由发展意义重大。

经过这一阶段的探索，边区构建起贸易机构、市场规范以及工商业管理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践

得出的经验与发展路径，为以后内部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借鉴。1941年 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成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区，由此对内自由贸易的范围从各分区扩大至全边区，边区贸

易政策发展至第二阶段。边区贸易由此从统一管理的角度制定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具体政策，同时

因日伪控制“平汉”“白晋”“邯长”等交通线阻碍着各分区间贸易交流而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安全贸

易交通线等举措，实现全边区贸易市场的统一与物资自由流通，使各区物资能够顺利交流。

第一，整合贸易管理机构。1941年 9月，边府将冀太联办生产贸易管理总局更名为晋冀鲁豫边

区工商管理总局，统筹边区工商事业。1942年7月，为“更加有力统一步骤打击敌人”，边府将工商管

理总局与税务总局合并，仍定名为工商管理总局，任务为“组织对外贸易”“繁荣根据地市场”“组织

根据地运销”⑦等。税、贸机构合并理顺了贸易治理工作的运作机制，清除了税务与工商部门之间的

掣肘，使边府能够集中力量开展贸易治理工作。

贸易机构的健全，是取得贸易胜利的条件之一。太岳第八专区自 1943年初设立工商管理局后，

开始进行贸易治理工作，至 6月“已登记的大小商号有四百余家”，“群众纺织业部分已恢复，油坊已

恢复五家”⑧。健全的贸易管理机构，为商品在边区广阔市场的进一步流通与贸易的持续兴盛、发展

提供了保障。

第二，以税促贸。利用税收调节作用引导物资调剂，是边府促进贸易活动的重要措施。冀太联

办时期提出“废除一切苛捐、厘金、关卡，征收一次出入口税”⑨，以便各区货物流通。边府成立后，通

过调整交易费促进贸易。边区工商二分局为刺激市场交易，将粮食交易费改为细粮“每斗征一元，

杂粮每斗征五角”，并计划“停止征收交易手续费” ⑩；为了畜力需求得到“更广泛的调解”，二分局

①《晋中六县士绅集会》，《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6月15日第1版。

②《晋冀豫区党委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第204页。

③参见《太行区历年来财政经济统计资料（摘录）》，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3），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88-689页。

④《冀银太岳办事处举办三种贷款》，《太岳日报》，1941年3月27日第1版。

⑤《晋冀豫区党委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第203页。

⑥《冀太联办颁发贸易暂行条例》（1941 年 6 月 10 日），《冀太联办贸易总局吸收私资简章》（1941 年 1 月 1 日施

行），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下册），第860、857页。

⑦《关于工商管理总局和税务总局合并的决定》（1942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局组织规程》（1942年

10月15日），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合编：《晋冀鲁豫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工商行政管理》，第16、3页。

⑧《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第八分局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份工作总结（节录）》（1943年），中共山西省委

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70页。

⑨《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0月5日第4版。

⑩《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第二分局工商行政科关于准备停止征收交易手续费的通知》（1944 年 12 月 17 日），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0002-001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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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各县在春耕时间牲口在市场上买卖交易费一律暂时停止执行”①。

取消各区之间货物出入税，是边府以税促贸的另一表现。由于日伪控制白晋铁路，隔绝了太行

与太岳之间的货物交流。边府为防止走私，便在铁路沿线设立工商事务所、稽征所，对两区之间的

货物往来征税，持纳税凭证入境。随着形势好转，为“繁荣我太行太岳的防区市场，方便交流物资”，

边府决定从 1945年 6月起“除祁县外”，两区货物输出入“征税一律撤销”②。边府灵活的税收调节减

轻了商人的税收负担，促进了边区内部物资交流。

第三，营造公平商业环境。保护敌占区商人在边区的利益，既能吸引投资，又能削弱敌占区经

济力量。1943年8月，冀鲁豫区颁布工商业登记法规，规定敌占区商人有“根据地之保人或铺保”③即

可申领营业证。在保障商人经商自由的同时，边府工商部门还“经常召开商人座谈会”，宣传敌人经

济封锁的情况和险恶用心，唤醒商人的爱国意识。因保护敌占区商人的举措效果显著，截至 1945年

3月，太行区吸引“外来资本已达五百万元”④。

为防止公职人员经商破坏市场公平，冀太联办时期规定贸易机构工作人员“不准私人营业”⑤。

边府成立后，冀鲁豫区出现政府人员“自购政府出售之粮”后“囤积经营”，引起民众不满。冀鲁豫行

署重申“各级政府公务人员一律不准私自经营商业，违者应予纪律制裁”⑥。即便公营商业也要履行

经营程序。1942年 5月，边区工商总局颁布规定：“军营公营商店或机关生产”需直辖上级同意，“加

盖公章及首长名章”才能领取营业证；“工商管理局所属之商店、工厂亦一律领取营业证”。1943年 3
月，边府颁布规定，机关经营的工商业“须有本机关之正式证明，经审查后，发给营业证”⑦。这种公

平的商业环境，建筑在边区工商管理法规和广大工作人员廉洁务实的基础之上，建构了边区贸易

健康发展的机制与秩序。

第四，允许粮食内部自由流通。粮食在战时“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一种商品”⑧，华北日伪为吸

收边区粮食采取提供“非重要物资，或利用对价格的操纵，或派遣工作人员潜入等手段”⑨，为反制

日伪吸收粮食，1941年12月，边府宣布实行粮食专卖制度。

然而粮食专卖影响了粮食内部流通。1943年3月，工商总局总结粮食专卖效果，东线“内邱需粮

①《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第二分局关于牲口交易一律照旧收费的通知》（1945年 7月 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A060-0002-0022-0010。

②《晋冀鲁豫边区太行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于所有白晋线的出入口征税一律撤销的布告及在边沿区与内

地市场等村庄张贴布告的通知》（1945年5月31日至6月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8-0002-0007-0010。

③《冀鲁豫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1943年 8月 20日），《冀鲁豫边区工商工作史料选编》编辑委员会编：《冀鲁豫

边区工商工作史料选编》，第187页。

④戎子和：《太行区三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3月

8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⑤《联办生产贸易管理总局公布取缔工作人员私人营业及登记稽核私人款项办法》（1941 年 7 月 7 日），山西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编辑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第575页。

⑥《冀鲁豫行署关于禁止各级政府公务人员经营商业的命令》（1943 年 2 月 2 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A146-01-0087-005。

⑦《总局命令颁发营业许可证》（1942 年 5 月 12 日）；《晋冀鲁豫边区工商业登记领取营业证办法》（1943 年 3 月

18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编辑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第

556-557、559页。

⑧《总局印发粮食工作队工作手册（节录）》（1942 年 4 月 27 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史料编辑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第300页。

⑨《华北方面军第四课高级参谋西村乙嗣大佐在与政务有关军官集会上的讲话要点》（1942年 1月 15日），中央

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第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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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迫切，但我们无粮供调剂”；西线产粮区“襄、武、平、壶、黎、潞各粮食吸收点”没钱收粮，“没必需

品”换粮，襄垣粮食吸收点“欠老百姓的粮款”；“过分控制粮价”，导致市场“更没粮食”。而且粮食流

通与其他商品流通紧密联系，亦导致民众想“买些便宜盐而买不到”①。

194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太行分局召开高干会议，认为粮食专卖“基本上限制了内地贸易自

由”②；7月，边府宣布：内部粮食买卖、运输“一律自由”，“购粮证、贩运证等一律作废”，但是在接敌

区“仍按照以前所定办法办理”③。边府及时调整政策，允许粮食内部自由销售，缓解了边区因粮食

调剂困难而引起的物价波动以及物资流通不畅，从长远来看粮食的有序流动，有利于边区经济市

场的发展以及内部物价的稳定。

第五，制定货物运输法规，探索安全运输线。货物内地运输法规是明确重要物资内部自由贸易

的重要举措。1942年 1月，冀鲁豫区规定：免税土产在内地运输不需要运输证；“征税及禁出境之土

产”，需向所在地工商机构“领内地运输证”；牲畜运输证，县局级每次可运输“1头，分局 3头，超过 3
头须经专署核定”④。7月冀鲁豫区又颁布特种土产内地运输规定，限定棉花、牲畜等特产的运输数

量。如牲畜运输证，区公所级可运输“1-2头”，县级可运输“2-5头”，总局级可运输“5头以上”⑤。

战争环境下，边区由于运输不畅，距离百里物价往往相差甚多。因此，组织内地运输便至关重

要。但是敌伪封锁网络十分严密，以平汉铁路沿线为例，在平汉铁路两侧数里之内有“封锁墙”“鹿

砦铁丝网”“封锁壕沟”⑥，还有炮楼和巡查的铁甲车。在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一条稳定且安全的

运输线路是“突破敌人封锁”，保障“各个根据地的货物，互相交换，互相调剂，贸易关系经常化”⑦的

重要载体。

冀太联办时期，戎子和提出要“建立贸易点线工作”，利用流动的行商小贩和“组织群众自由交

流”的形式开展内部贸易，最好能“打通山地与平原的交通运输”⑧。边府成立后，在公营商店的开拓

下，到 1942年太行区已建立八条运销线，其中“西营—洪水—索堡—阳岜；上遥—石梁—河南店—

西达—西岔口，是贯穿边区腹心的两条经济运输干线”⑨，实现了内部物资的稳定交流。在林北县以

任村镇为货物集散枢纽，通过军事开辟与统战关系“先后建立了三条豫北地下交通线”，突破平汉

铁路封锁线，实现了山地与平原的贸易往来。据统计，全面抗战时期“经地下交通线的辛村联络站

运入林北县及山西等地的土布达十五万丈，运往各个根据地的粮食达百余万斤”⑩。

此外，边府还利用边沿地带的工商机构，构建短暂又安全的货物运输路径。至 1944年边府在白

①《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关于目前粮食工作的指示》（1943年 3月 16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

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32-
1033页。

②《太行分局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1943年 6月 21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

政经济建设》（上册），第184页。

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粮食贩运问题的布告》（1943年 7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财经组编：《财经

工作资料选编》（上册），第852页。

④《冀鲁豫行署关于冀鲁豫区内地运输暂行办法的训令》（1942 年 1 月 31 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52-
01-0110-001。

⑤《冀鲁豫区特种土产内地管理运输暂行条例》（1942年7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52-01-0110-005。

⑥欧阳平：《奋斗到底——欧阳平回忆录选》，济南：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⑦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在太北区财经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 7月 1
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第223页。

⑧戎子和：《加强经济战线，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联办财经会议总结》（1941年 4月 28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

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上册），第83页。

⑨刘录开，钟廷豪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商业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⑩桑继录：《抗战时期豫北地下交通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林县

文史资料》（第3辑），林县政协文史委编印，1987年，第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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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线附近设有襄垣、潞城、长治、高平、陵川 5个工商县分局，从北至南设有黄岩、原庄、余庄、下皇、

北社、辛村、崇贤等 11个事务所，各事务所相距多则 40里，少则 20里①。白晋铁路沿线的事务所凭借

对贸易工作的管理职能以及对敌情的掌握，组织边沿区的物资交流，帮助商人突破日伪封锁线，实

现了太行区与太岳区之间常态化物资流通。

货物运输法规的制定，体现了边府商贸管理上的务实与灵活创新；探索安全运输线的开辟和

运输安全的实现，则体现了边区工商管理人员在敌我犬牙交错态势下的英勇无畏和机智应变，保

证了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下的物畅其流，对于保障抗战与民生尤其重要。

1940年4月黎城会议时，杨尚昆曾设想：“今后不仅太北太南太岳要统一，还要做到全华北的统

一，这就更便利商品的流通了”②。晋冀鲁豫边区在内部自由贸易的引导下，最终实现全区内部物资

的有序调剂与互通有无。总体而言，对内自由贸易政策在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强对敌斗争方

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对内自由贸易政策保障商人合法经营权，使商人能够积极投资商业；

其次，对内自由贸易政策充分发挥了粮食、棉花、牲畜等战略物资的杠杆作用，使商品在边区内部

有序流通。在对内自由贸易政策的指导下，政府发挥自身职能，通过统一贸易机构，税收调节等手

段积极引导内部贸易的发展，为边区经济发展以及对敌经济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开展 
边区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演变与执行，以边区政府成立为分界，呈现阶段性差异。第一阶段大

致在 1938—1941年，是初步的探索统制贸易；第二阶段大致在 1941—1945年，在吸取第一阶段经

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内产输出、外产输入和外贸途径各方面均制定了更加全面、完善、具体和灵

活的法规、政策与措施，从而实现了边区对外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第一阶段是对外贸易的早期探索阶段。边区初创时期，部分地区“囿于‘对敌经济绝交’、禁绝

仇货的朴素的观点”，禁止任何货物出入境，事实证明“这种断绝往来的做法是不现实的”③。随着敌

后政权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入，各区认识到对外统制贸易并不是与敌绝交、禁绝仇货，而是有计划

地组织物资输出与输入。1938年 9月，冀鲁豫区提出“有计划的统制输入与奖励输出”④。1939年 9
月，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提出：要防止“敌货之大量输入，并限制重要物产之资敌”，“有计划的输出

土产，吸收敌区物资”⑤。冀太联办时期明确对外统制贸易要“打破敌人的统制封锁”，“开展贸易，组

织输出入”⑥。这一阶段，为了实践上述关于对外统制贸易的指示，各区采取了以下举措。

第一，初步建立统制贸易法规。1938年10月，冀南行署为“防止资敌起见”，对棉花出境“严格的

①参见《冀南银行第四分行、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第四分局关于增设事务所、增加干部向（晋冀鲁豫边区工

商管理总局）的请示+行局、事务所、商店所在地图表》（1944 年 12 月 17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0002-
0078-0004。

②《杨尚昆同志在黎城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 4月 1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编：《抗战以来选集》（第 2集上），中

共中央北方局编印，1944年，第84页。

③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④《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任务的指示》（1938年 9月 18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

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上册），第70页。

⑤杨秀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对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的工作报告（节选）》（1939 年 9 月 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上册），第700页。

⑥戎子和：《加强经济战线，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联办财经会议总结》（1941年 4月 28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

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上册），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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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为“购买军火弹药及其他西药等”，允许“极少数量棉花运销”①敌占区，并加以重税。为抵制

敌货倾销，“限制资金外溢”，冀南行署规定“土布、面粉、食粮、木材、牲畜”以及“军用各品”等物资

入境免税；敌人货物“除必需品、军用品按 5%征收外，其余一律没收”。考虑现实所需，敌货并未一

律禁止入境，规定敌货“应用品而无其他代替物者，准按普通外货税率课税入境”②。

1940 年 3 月，山西省第三区专署颁布《出入境货物暂行分类税率表》，将 100 余种货物分为奖

励、许可、限运、禁运出入境八种；规定入口税范围为免税至 40%，出口税范围为 5%-30%。货物种类

划分比较详细，如限运入口货分为四类，每一种下面又进行细分③。从货物数量来看，这一时期外货

入境种类比较多，数量较大，“外产输入”是对外统制贸易的主体。1940年，冀鲁豫区也实行“进出口

货物战时特税”④，将入境货物分为必需品、普通需用品、非必需品，输出货物分为奖励出口、限制出

口、禁止出口，根据不同分类征以不同比例的税收。

第二，初步统制货物输出。禁绝货物输出是边区最早统制对外贸易的方式。边区创建时期对统

制思想认识比较简单，只关注“敌人究竟有何用途”，如“蛋青蛋黄可供工业原料，便禁止鸡蛋”出

口，这就影响了“人民副业”的发展。随着对统制思想认识的深入，边区政权开始尝试有计划地统制

货物输出。

1939年太北地区开始统制土产输出换回物资，“由军政机关组织一个太行运销合作社”，“一切

山货、土产必须经合作社才能输出”，一般私商不能参与，“客观上形成了对土产输出的垄断”。但实

际效果并不好，合作社土产“不能大量直接输出敌占区去”，需要通过中间商人，“受着商人的捉弄

与控制”，货物输出“并没有换来应有数量的群众所需要的外来品”，引起民众对合作社统制贸易的

不满。到 1940年，边区对外统制贸易原则已经明确，但缺乏深刻理解与“具体作法”，允许私商经营

出口，但是监管比较松懈；边区民众在土产收获季节“因怕战争而不能不廉价出售”。在双重因素影

响下，边区土产输出数量剧增，给日伪创造了“放手地压低土产价格”⑤的机会。

冀太联办时期，成立“山货贸易委员会”统制山货，由于“资金不够”，收购并不顺利，在山货运

销时“没有把群众运输力量较好地组织起来”⑥，导致山货出口受损。在统制粮食方面，冀太联办禁

止粮食出口，在接敌区划定警戒线，“凡在此线内往外偷运粮食一律阻拦扣留”；动员民众缉私偷运

粮食者，“抽出五分之一奖励扣留人员或告发人”⑦。

为监管货物输出，冀鲁豫区设立由贸易人员担任的“公开检查员”和边沿区各村群众担任的

“秘密检查员”。粮食方面，冀鲁豫区组织“输出专营合作社”统制粮食输出，私商“可以参加”，敌占

区民众购买边区粮食，“必须向专营合作社采购”，边区民众“要把粮食运出境，必须售给专营合作

①《冀南区征收棉花运销救国捐及不资敌货出境税暂行办法》（1938年10月），邢台市档案局编：《近代邢台工商

业档案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②《冀南区征收外货入境税办法》（1938年10月），邢台市档案局编：《近代邢台工商业档案汇编》，第92-93页。

③参见《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出入境货物暂行分类税率表》（1940 年 3 月 15 日），河北省税务局，山

西省财政厅税务局，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2辑·上册），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2页。

④《冀鲁豫边区半年来财经工作的报告与总结》（1940 年 5 月 15 日至 1940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

工作组财经组编：《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册），第62页。

⑤彭德怀：《抗战五年来太行区贸易斗争的初步总结》（1942 年），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5
卷），第973、976-978、980-982页。

⑥《林海云关于贸易总局第三次税收会议的工作报告》（1940 年 11 月 15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
0001-0001-0001。

⑦《几个问题讨论——开展对敌的粮食斗争》（1940 年 10 月 30 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

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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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①，以此控制粮食外流。

以上，第一阶段的对外统制贸易在实践中虽存在策略失误，但其成长性与阶段性成果值得肯

定，期间所遇挫折也为下一阶段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了参照。随着敌后斗争形势的激化，日伪的经

济攻势更具针对性。1941年7月，华北日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弱点就在其经济上的脆

弱性，要进行彻底的封锁，以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压制根据地 ②；参谋副长有末精三提出为更多获取

物资而实施讨伐，运用政治力量及收购机构积极搜集物资③。而经过前一阶段对敌斗争实践与总结

的中共晋冀鲁豫政权关于对外统制贸易的认识更加深刻，边府成立后改变了以往朴素的限制输出

观念，提出“为开展全面对敌经济斗争而输出，把输出当作对敌斗争进攻的武器”④的统制贸易理

念，具体执行中“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利用物价波动以及战略物资的紧缺性，灵活调整统制货物

的输出与输入，减少边区农产品、原材料与敌占区工业品之间的价值差，实现边区获益最大化。为

了全面展现对外统制贸易的复杂性，本文从内产输出、外产输入以及开拓对外贸易途径三个方面

对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情况进行考察。

第一，内产输出。为防止内产输出至敌占区换回伪钞，过去各区曾试行“以货换货”，以集中输

出山货的方式获取贸易主动权，但是“输出时间既欠经常，地区又不普遍，输出种类也不繁多”，过

了山货收获季节，“输出锐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的内外物资流通。而且随着敌我经济斗争的激

化，“某些敌占区组织了‘贸易委员会’，进行商品登记，拒绝我山货等之输出”⑤，集中输出办法难以

奏效。

边府成立后提出有序输出的对敌贸易策略，根据外贸需求及物产优势，将输出物资分为三类，

不同种类的货物遵循不同的出口程序。第一类是普通货物即非必需品，此类货物输出程序比较简

单，合法商人运输免税或征税出境货物，经过边境稽征所、事务所检查并缴纳税收便可出境销售。

为了扩大出口贸易，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多次修订法规，将允许出境货物由十三大类增加至四十五

大类，数量由近百种增加至五百余种。一些如菜蔬、山药蛋等食品及肉类，也根据抗战形势变化与

发展副业的考量出发，从最初的禁止出境更改为征税出境⑥。

对一些地区性货物采取不同输出标准，如棉花、棉织品为禁止出境货物，但是冀南区棉产丰

富，允许冀南区布匹“征 10% 出境”，棉花、破棉絮“征 30%”⑦出境。1945年边府出入境法规明确规

定：“各货有地区性者，得照指定地区执行”⑧。同时通过降低税率刺激出口，1943年9月，太行第四专

署为奖励山货出口，通令“大量出口之山货”，由 10%降为“5%征税”⑨出境。1944年 10月，工商管理

第一分局指示，有利情况时“土产山货”按照市价“七折征收”出口税，以“迅速组织输出换回群众所

①《冀鲁豫边区半年来财经工作的报告与总结》（1940 年 5 月 15 日至 1940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

工作组财经组编：《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册），第62-63页。

②「（多田駿大将）方面軍状况報告」（1941年 7月）、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著：『北支の治安戦』（2）、東京：朝

雲新聞社、1971年版、第25-26页。

③「北支那方面軍参謀副長有末精三少将口演要旨」（1942年1月15日）、臼井勝美：『现代史资料』第13卷《日中

戦争》（5）、東京：美篶書房、1966年版、第524页。

④戎伍胜：《进一步加强财经建设 开展对敌经济斗争》（1943 年 2 月），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第287页。

⑤《加强对敌贸易战》，《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5月19日第1版。

⑥参见《（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第二分局）关于修改核桃仁、鸡蛋、羊皮等税率的通知+税率表》（1944年 12月

2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0002-0017-0004。

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之税率表》（1941年7月），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1），第112页。

⑧《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实用征收出入境货物税率暂行分类表》（1945年1月），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财政厅税

务局，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辑·上册），第233页。

⑨《（太行第四专署）关于山货出口税率的通令》（1943年9月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8-0002-0007-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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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品”①。

第二类统制货物指粮食、牲畜等战略物资，遵循“以货换货”的原则出口。1941年 12月，边府提

出“禁止粮食出口”，但地方政府“能换取必需品者”②允许有计划出口。1943年豫北灾荒缺粮，逃亡

人口甚多，而日伪食盐配给“统按每保原有户数”导致食盐过剩，伪军急于出售食盐换取粮食，边府

掌握情况后，“主动的压低了盐价”③，用粮食为边区换取大量食盐。

随着抗战形势好转，边府允许群众经营粮食出口。1944年 1月，边区工商总局指示：“今年各地

粮食丰收”，允许“边沿区收成较好的地方由合作社组织一部粮食出口”，“必须兑回一定数量的棉

花、土布、食盐”④，并规定了交换比率。边府粮食出口政策收效甚好。以翼城县第六事务所统计为

例，1943年下半年没有粮食出口，也无土布、食盐输入；1944年上半年，边区出口粮食“小米 111. 59
石，玉茭 99. 61石”等，入境“棉花 85100斤，土布 2393尺，食盐 1836斤”⑤。可见，边府粮食出口策略

对于吸收短缺物资效果显著。

战时边区为保护畜力，“禁止屠宰耕畜、禁止耕牛出境”⑥，但是畜力短缺依旧严重，如太谷县按

照“每头牲口耕地 80（亩）”，牲口“尚差过半”⑦。为了调剂畜力，边府特许牲畜出口，群众持“区级以

上政府证明”，可以运牛到敌占区换回“能用的骡、驴”，但是“能生产之年轻母牛外”，若是群众用牛

换回残疾或疲老的骡、驴则“以走私论”⑧。

第三类是特种出口货。1941年 11月，边府颁布《晋冀鲁豫特种出口货统制暂行办法》，将太行、

太岳区出产的“核桃仁、花椒、羊绒、羊毛、羊皮、麻”等 20种土产山货划为“特种出口货”。特种出口

货因产量较大、销路较好，遵循“以货换货”的原则输出。公私商人特货经营资格具有时效性，每次

输出特货都需要申请；申请需要人保或铺保，“填写出境兑货保证书”，“开具出口货清单及等值之

入口货清单”，批准后“发给出境兑货证”。相较于粮食出口换货的严格性，特货出口“如不能兑足原

批准之货物”，允许以税率表中“免税入口货”或“入口税 5%者代替”⑨，如换回伪钞，需要到银行换

取冀钞。特货种类可根据各区土产情况调整，1942年太行区规定“一、六分区”新增“木炭、红枣、枣

仁”为特货，“四、五分区”新增“黄花菜、猪、席子”等⑩。

①《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第一分局关于“税收估价由县局掌握”的通令》（1944 年 10 月 22 日），河北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0170-001-0025-0010。

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禁止粮食出口与粮食专卖问题的指示》（1941年 12月 7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

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下册），第873页。

③《一九四三年二月至五月豫北的粮食斗争与货币斗争》，太岳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编写组编：《太岳革命根

据地经济建设史资料选编（商业分册）》（3），太岳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编写组编印，1984年，第790页。

④《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关于边沿区合作社准予组织粮食出口并准许商店存粮出口兑换棉花、食盐的

命令》（1944年1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0001-0015-0001。

⑤《太岳工商四分局翼城县第六事务所 1943 年 7 月至 1944 年 6 月主要出入口货物价额、税收总结》（1944 年 7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8-0002-0053-0006。

⑥《冀鲁豫边区农业生产简述》，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财经组编：《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册），第321页。

⑦《〈经济情报〉：1945 年 3 月中旬敌我区经济情况变化》（1945 年 3 月 19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
0002-0020-0002。

⑧《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第二分局关于出入口货物、牲畜交换、粮食出口兑换棉花等问题决定的通知》（1945
年7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0002-0018-0005。

⑨《晋冀鲁豫边区特种出口货统制暂行办法》（1941年 11月 1日），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财政厅税务局，河北省

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辑·上册），第188-189页。

⑩《太行区出入口贸易统制暂行办法》（1942年8月12日），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财政厅税务局，河北省档案馆，

山西省档案馆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81



济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要求统制货物与特货换回物资，一是为了对外贸易边区收益最大化，二是防止伪币流入边区。

过去边区商人出口货物，不能换回货物反而携入伪币，严重影响边区经济；而且因伪币可以购买边

区土产，使“伪钞操纵了物价，操纵了市场”①。因此边府将上述货物对外贸易调整成以货换货，既换

回了边区短缺物资，也打击了伪币。

此外，边区随着敌伪需求变化而调整统制策略。如木材作为特货，输出“20至 30根木材”才能

“换布一匹”，1942年，太岳区工商管理局得知“敌人急需木材”，迅速改变木材输出规定，“严禁木材

下山”，迫使日伪“通过商人要求与我贸易部门洽谈”，最后商定一根“一等圆木”“换布一匹，四根换

火柴一箱，其他药物食盐等也均有一定交换比例”②。太岳区工商管理局利用敌人需求变化，迅速改

变边区在木材交易中的劣势地位，增加了输出收益。

第二，外产输入。管理外产输入是防止敌货倾销，也是“补救我们不能生产与生产不足”③，因此

边府抛弃“仇货”论，而以需要与否来决定外货输入标准。为管理外产输入，边区制定了相关法规。

边区创建时期，山西省第三区专署将输入货物分为奖励、许可、限制、禁运入口四类，并列出相应的

入境税率。边府成立后颁布新法规，纳入管理的外货增至 300多种④，在 1942年和 1945年边府又对

入境货物税率表进行修改补充，将更多货物纳入管理范畴。

为有效管理外产输入，边区对走私行为处以严厉惩罚。冀太联办规定：发现“纯系浪费或毒害

人民”的禁入货物，“一律须由税务局没收”。边府成立后规定禁入货物“一经查获一律没收”，“鸦

片、吗啡等违禁品”除没收外还需将违法者“送交当地县政府处理”⑤。除此之外，边区还设立了缉私

队，在边沿区及主要交通路线设卡稽查，并采取提奖方式吸引边区民众参与缉私。

为吸收短缺物资输入，边区采取动员、贷款等多种措施。以吸收粮食为例，允许边区民众外出

购粮，动员敌占区民众“到根据地出售粮食”；在边沿区“村庄设立秘密粮店，专门吸收敌占区之粮

食”；“凡从敌占区运回粮食者”借宿时“不要房钱”；此外，边区政府还“无利息贷给贫民”⑥，助其前

往敌占区购回粮食。

为保护边区工业发展，政府会及时调整外产输入规则，如壶关磁窑“烧制缸盆等用具，可供全

四分区使用”，政府便“禁止外来瓷器入口”；壶关要发展铁器生产，政府便将外来铁器输入税率由

免税改为“税 10%”⑦；因“万生油、仁仁油、避瘟散、八卦丹、无极丹”等药品边区“已有代用品”⑧，便

改为禁止入境。

①《加强对敌贸易战》，《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5月19日第1版。

②严亦峻，张政：《关于平遥县抗日民主政权对敌伪顽经济斗争情况的回忆》（1985年 1月 15日），太岳革命根据

地商业合作史编写组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商业合作资料选编》（初稿），太岳革命根据地商业合作史编写组编印，

1987年，第626页。

③谈锋：《从抵制仇货谈到抗日根据地的生产与贸易问题》，《西线》，1939年第2卷第8期。

④参见《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出入境货物暂行分类税率表》（1940年3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

发出入境货物税率表》（1941年7月），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财政厅税务局，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编：《华北革

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辑·上册），第139-141、169-176页。

⑤《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通令——修正征收货物出入境税暂行条例第四、五、十五各条》（1940 年 9 月 9
日），《晋冀鲁豫边区征收出入境暂行条例》（1941 年 10 月 20 日），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财政厅税务局，河北省档案

馆，山西省档案馆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辑·上册），第148、185-186页。

⑥《几个问题讨论——开展对敌的粮食斗争》（1940 年 10 月 30 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

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1124页。

⑦《冀南银行第四分行、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第四分局扩大干部会议总结》（1944年 12月 25日），山西省档案

馆藏，档案号：A060-0002-0079-0001。

⑧《羊绒不准出口 咱们不要万金油》，《新华日报》（太行版），1943年12月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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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拓宽对外贸易的途径。与敌经济斗争并不是与敌贸易绝交，而是利用与敌贸易发展边区

经济。然而在日伪严密的封锁下，仅依靠普通商贩开展对外贸易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寻求更多的长

期且稳定的贸易路径，而敌占区“有权势与有经营能力的大商人”①或伪军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边府成立后，积极发展与商人、伪军的“关系”，太行二分区利用平西南下商人“常来往于敌区、

我区”的机会，经过“组织教育”，为边区做了许多工作。至 1943年 7月，帮助“出口粮食 400石”，“并

输入很多必需品”②。太行区利用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与安阳驻军吴守正的统战关系，用“小米换取敌

占区的工业品”③，将“出产的红枣、花生、核桃、水果等运往敌占区”，从敌占区换回“棉花、药品、煤

油以至弹药等”，“各种子弹就从敌占区里采购了几百万发”④。

太岳区则通过“照顾敌区一般的小贩一定的利润下来团结他们”，通过小贩与济源城内“较大

行栈建立贸易关系”，比如民生药行、同庆同心合两号、振兴东货栈，这些商号都有日伪军、政人员

参股，民生药行“有敌翻译官铃木和伪军李英的股金”，同庆行“有伪军王同裕、孔宪甫的股金”，振

兴东货栈为“伪军范登科独资经营”⑤，因此这些商号在贸易往来上不受封锁限制，为边区输送了大

量物资。冀鲁豫区利用伪军头目如“菜园的司华生、五陵的施恩铭”等等，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商人，

“购买了大量日寇禁运的日用工业品、药品和枪支弹药”⑥。

在对外贸易中，公营货栈作用巨大。德兴货栈作为边区工商管理总局直属的总商店，拥有多个

分店，负责“太行四、五分区，西至上党敌占区，东至平汉线敌占区一线的业务”。货栈的任务是将边

区土特山货销往敌占区，换回紧缺的“盐、布、棉花”以及“电池、炸药等军工器材”⑦等物资。为了达

成交易，永记货栈的采购员“通过关系不断到封锁线以东敌占区的观台、彭城去，与客商经过谈

判”，商讨交易细节，“我们需要什么，经过洽谈要给他什么”⑧。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商店的大量

商品、钱财，都分散在群众家中埋藏”⑨。还需要经常更换地点，如豫北德兴裕商店在“林北县的南韦

底、北韦地、黄家坡、东岗、芦家寨”等地流动经营；在敌人的高压下，两个负责人“都叛变了”。即便

如此，依旧坚持工作，通过“安阳、水治”等敌占区的商人换回“急需的物资”⑩。

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公营货栈经营逐渐专业化，如永茂昌“专为八路军收购食盐、煤油、布

①严亦峻，张政：《关于平遥县抗日民主政权对敌伪顽经济斗争情况的回忆》（1985年 1月 15日），太岳革命根据

地商业合作史编写组：《太岳革命根据地商业合作资料选编》（初稿），第628页。

②毛泽东：《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1944年7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③王兴让：《一条特殊的秘密交通线》，《冀鲁豫边区工商工作史料选编》编辑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工商工作

史料选编》，第374页。

④王化棠：《秘密交通线上的斗争——抗日战争回忆片段》，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冀鲁豫小组编：《冀

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2集），1948年版，第69页。

⑤《一九四三年二月至五月豫北的粮食斗争与货币斗争》，太岳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编写组编：《太岳革命根

据地经济建设史资料选编（商业分册）》（3），第789，793页。

⑥宋克仁，马一之：《忆冀鲁豫边区工商工作的创建——兼忆沙区的德兴隆商店》，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云南联

络组编：《平原的晨曦——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五》，出版单位不详，1991年，第373页。

⑦曹中枢：《回忆德兴货栈》，中共林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共林县党史资料》（第 5缉），出版

单位不详，1985年，第120−121页。

⑧刘炳臣：《回忆抗战期间对敌经济斗争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邯郸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编：《邯郸文史资料》（第6辑），河北省邯郸文具印刷厂印制，1989年，第36页。

⑨宋克仁，马一之：《忆冀鲁豫边区工商工作的创建——兼忆沙区的德兴隆商店》，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云南联

络组编：《平原的晨曦——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五》，第375页。

⑩郭肇修：《德兴裕商店的片段回忆》，中共林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共林县党史资料》（第 5
缉），第123-124页。

83



济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匹、纸张”，实业公司“专为八路军野战医院提供医药物品”，协明成绸缎庄“为梁沟兵工厂收买钢

铁”，安好善洋布庄负责“为八路军购买枪支弹药”①。货栈专营军用贸易物资输入，是边府实施的重

要贸易战略，对根据地而言不仅具有经济贸易价值，而且具有军需战略价值。

实际上，对外贸易中输出与输入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两者分开梳理，虽稍显繁琐，却可清晰

展现边区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发展脉络。在对外统制贸易工作中，晋冀鲁豫边区规避经济薄弱的

劣势，根据敌我物资需求变化，利用粮食、土产等货物的紧缺性与高价值，借助强大的组织能力与

统战关系，从敌占区换回军需民用物资。从工作性质而言，对外统制贸易不只是经济工作，更是政

治动员、军事打击与经济斗争三者共同参与的综合性对敌斗争。

四、贸易治理工作的成效与不足 
边区贸易治理工作是颇有成效的，在边区困难时期，与“敌人作贸易斗争，保护根据地的物资，

吸收敌占区的物资”，“成了边区救灾和保障民食军需的基本出路”②。因经济工作之间联系紧密，晋

冀鲁豫边区贸易治理工作也涉及货币、税收、生产等多个面相的经济工作。换言之，在实际工作中

贸易治理是更加复杂多变的。本文对晋冀鲁豫边区贸易治理工作的探究，是以贸易政策为主线，力

求展现贸易工作自身的发展脉络。

从贸易政策而言，对内对外看似矛盾的措施实则相辅相成。对内自由贸易不仅激活了边区经

济活力，释放了经济潜能，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而且通过货物有序调剂，为施行对外统制贸易措

施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边区作为对外贸易中相对弱势一方，一方面统制贸易的防御性和保护边区

经济的原则性能够有效抵御日伪倾销与掠夺，缓解日伪经济攻势对边区内部市场的冲击，为内部

自由贸易提供稳定的执行空间；另一方面边区对外贸易亦不乏进攻性和机动灵活性，不仅能够为

边区秘密输入紧缺的日常必需品，更可输入奇缺的药品、弹药等战略物资。边区内外贸易政策的对

立统一，对外贸易中防御性与进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蕴藏着边区贸易政策的辩证哲

学思维和对敌斗争的大智慧。边区内外联动的贸易政策，使贸易治理工作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贸易

建设得以迅速发展。

从具体效果来看，贸易治理工作为取得对敌经济斗争的主动权提供支撑。冀太联办时期边区

长期处于贸易逆差，货物输入输出比为 4：2，单月输入输出比达到 10：1③，随着贸易治理工作的开

展，贸易输出输入比开始转变，根据太岳区翼城县第六事务所统计，1943年 7月份出入口贸易出超

2978. 1元，8月份出超 63243元，9月份入超 42922元，10月份出超 26562元，11月份入超 8024元，12
月份入超 5343元，半年出超 30537. 9元④。由此可知，边区贸易治理扭转了对敌贸易逆差，在对外贸

易关系中已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贸易治理工作也推动了边区工商业发展。一是在贸易政策保护下工业生产“大有发展”，“布和

手巾、袜子都可自织”，“油、纸张、肥皂”以及“一些文具均可自给”⑤。二是集市贸易繁荣发展，全面

①郭素芹：《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的“小上海”——阳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武安县委员会文史

资料委员会编：《武安文史资料》（第1辑），出版单位不详，1988年，第89-90页。

②《张玺日记》，刘洪声，张林南主编：《张玺纪念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③《冀太联办戎副主任向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财政建设工作报告》（1941 年 8 月），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

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第275页。

④参见《太岳工商四分局翼城县第六事务所 1943 年 7 月至 1944 年 6 月主要出入口货物价额、税收总结》（1944
年7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8-0002-0053-0006。

⑤戎子和：《太行区三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3月

8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上册），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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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太行区新建集市 48个，并且出现专营市场如粮食市场、出入口市场①；截至 1944年，太岳

区共有“大小市场七十九处”，该年工商部门经营必需品交易额达“40296217元”②。三是民众投资工

商业的热情高涨，1941年边区商业贷款为 1788万元，工业贷款为 1317万元；至 1942年，商业贷款为

1396 万元，工业贷款为 5371 万元，到 1944 年底，商业贷款达到 8729 万元，工业贷款达到 17448 万

元③。逐年递增的工商业贷款直观地反映了边区工商业的发展，这是边区工商业环境不断优化的

表现。

另外，贸易发展为边区提供了稳定的税收。以太行区为例，出境税从 1941年的 117万余元增长

至 1945 年上半年的 4497 万余元，入境税从 1940 年的 54 万余元增长至 1945 年上半年的 497 万余

元④。从 1940 年至 1945 年 6 月，太行区共征收出入口税 18120 万余元，占该区工商税收总数的

80. 6%⑤。稳定增加的税收为边区提供了源源不断地财政支撑，极大地保障了边区军、政系统的

运转。

毛泽东曾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而忽视“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⑥，是不

能战胜敌人的。贸易治理工作解决了边区民众日用品短缺问题，“一般需要品，都可以在市场上买

到”⑦。同时，贸易治理又为受灾民众提供了经济来源。1942年太行区遭受旱灾，五分区组织灾民组

成“购粮小组”，前往黎城粮店“赊购一次”粮食，“运至两岔口等地公粮店出售”⑧，粮食中间的差价

为灾民所得。这样的赈灾形式在边区普遍实行，灾民得到利益，边区内部粮食调剂工作也得以

完成。

当然，边区贸易治理工作也有许多的曲折。贸易治理工作由政策与执行组成，其中执行者对工

作影响颇深。从结果来看，贸易部门干部的成长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受限于专业知识的匮乏以及对

复杂的贸易斗争环境认识不足，导致干部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贸易治理影

响最大的是弥漫在贸易干部之中的“投机”思想。边区出口粮食是为打破经济封锁，吸收短缺物资，

盈利并非主要目的。但是一些干部看重粮食在贸易市场的高价值，将粮食作为“对敌贸易斗争的主

要内容和靠山”，将“克服财经困难”寄托在粮食出口盈利上，甚至“大批借公粮出口”，使“实在的公

粮变成了欠条或货币”，最终造成边区粮食短缺，边府被迫征购粮食以弥补公粮不足。这种只注重

盈利，而忽视与敌贸易本质的行为是干部“对经济上敌强我弱”思想认识不够明确，“对自己的困难

了解不够，对自己的家当估计不够”⑨造成的。

①参见《抗战中新建立的集市分布表》，冀南银行太行区工商管理总局主编：《太行区银行工商工作参考资料》

（第1编第4集下），冀南银行总行工商管理总局印，1945年，第109-111页。

②牛佩琮：《在太岳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节录）》（1945年 3月 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

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上册），第168页。

③参见《晋冀鲁豫边区七年来各种贷款统计表》（1946 年 3 月 1 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第987页。

④参见《太行区历年税收分类统计总表》《太行区历年各种税收与该年度总收入百分比较表》，冀南银行太行区

工商管理总局主编：《太行区银行工商工作参考资料》（第1编第4集下），第7-8页。

⑤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财政志》（第4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136页。

⑦牛佩琮：《在太岳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节录）》（1945年 3月 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

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上册），第168页。

⑧《太行五专区旱灾救济委员会关于救灾工作中的几个决议》（1942 年 11 月 16 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

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第334页。

⑨《太行分局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1943年 6月 21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财

政经济建设》（上册），第182、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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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干部品质问题引发的贪污、乱没收等事也时有发生。为了防止走私，边府成立缉私队，并

在通往敌占区的要道设卡，因队员多为本地人，认为缉私“有伤家乡情感”，便不认真查缉，有的缉

私队员被敌伪、奸商贿赂，“图利私放”①；边沿区民众“为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往往以粮食、肉类物资

向敌占区交换”，一些缉私队员一律没收，引起群众不满，称缉私队为“没收队”。上述失职、违法行

为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贸易工作的正常进行。

制度的作用“是有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之分的”②，边区在设计贸易策略时也曾出现偏差。

1942年 4月，边府为了控制外汇流入，提出山货归行即经营特种土产需要“特种出口货购运证”，经

营资本“每五百元发购运证一张”，每月一换，行店“每旬向当地贸易机关”③报告经营情况。此举虽

然利于掌握外汇流入情况，但是限制小商贩的参与，加上旬报、定期换证等繁琐程序，严重影响了

特种山货的出口，该办法于1942年秋被取消。

虽然在贸易治理过程中，一些干部出现问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与教育下，绝大部分的

干部坚守了自己的职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些贸易斗争策略出现失误，但是晋冀鲁豫边区政权

秉持中国共产党“勇于纠正错误、改正错误”的执政理念，能够“根据实践要求调整政策到新的轨

道”④。上述关于干部犯错与贸易工作不足的考察，并非否定边区贸易治理工作的成果，恰恰证明中

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在长期的奋斗与不断的进步中取得的。

五、结语

综之，贸易治理是边区政府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内部经济发展、维护贸易公平和秩序、在“利

我”与“利敌”的贸易斗争中寻求平衡与优势的重要手段和举措，也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主战场。贸易

治理工作作为边区经济的关键环节，其运行逻辑与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战时经济方针深

度契合。贸易治理工作取消苛捐杂税，扫除内部贸易壁垒，改建集市，动员商人，有序调剂内外物

资，为边区实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对贸易政策持续探

索、反复实践、不断提高认识、逐步深化与上升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领域不断地探

索、不断地总结经验、掌握工作规律的生动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面对极其复杂艰难的抗战形势在对内对外的贸易领域中，勇于积极探索与实践并掌握

其内在规律的创造精神，不但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抗战胜利与赢得全国解放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

于今天复杂形势下开展经贸工作亦不无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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